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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iving medium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Yi dance in Yunnan encodes 
both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rocesses of interethnic contact,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into 
perceptible bodily movements, spatial formations, and ritual performances. Drawing up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bodily semiotics and dance imagery narrative, this study examines three representative 
forms—Yanhewu (烟盒舞, Cigarette Box Dance), Axi Tiaoyue (阿细跳月, Axi Moon Dance), and Zuojiao Wu 
(左脚舞, Left-Foot Dance)—based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conducted in southern and central Yunnan.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bodily symbols in Yi dance construct a three-layered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interaction, the kinetic transl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ritualized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Yi dance establishes an embodied pathway of meaning-making through 
the spatial syntax of “dancing within a shared circle,” the lexical fusion of inter-embedded movements, 
and the cultural regeneration achieved through ritual sharing. This narrative mechanism not only sustains 
the internal diversity of Yi sub-ethnic traditions but also, through a “body-first” mode of practice, 
contributes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a shared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y foregrounding 
the body as a semiotic medium, this study proposes a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ethnic dance 
as an embodied narrative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offer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multiethnic regions. 
 
Keywords: Bodily semiotics; Yi dance; Narrative studies;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Ethnographic field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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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符号视域下云南彝族舞蹈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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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交融的活态载体，云南彝族舞蹈以身体为媒介，将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实践编码为可感知的动作、队形与仪式。本文以身体符号学与舞蹈

意象叙事理论为框架，选取烟盒舞、阿细跳月、左脚舞为核心案例，结合滇南、滇中的田野观察，

剖析彝族舞蹈身体符号如何完成“交往的空间组织、交流的动作转译、交融的身份重塑”三层叙事。

研究发现，彝族舞蹈通过“同圈共舞”的空间句法、“互嵌动作”的语汇融合与“仪式共享”的

文化再造，构建了具身化的实践路径。这一叙事既维系着彝族支系文化的多样性，又在“身体先行”

的实践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地区文化传承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身体维度的理论范式

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身体符号；彝族舞蹈；叙事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田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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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部分，主导师为吴琼教授，副导师为李毓贤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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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民族文化研究领域，舞蹈作为一种身体实践形式，长期被视为社会表达与文化传承的综合性

实践系统（孙德朝，2022；冯莉，2021）。符号学理论认为，人类文化不仅体现在语言和文本之中，

还存在于舞蹈、动作等非语言领域—舞蹈作为身体语言，其每一个动作、姿态及空间组织模式均

可视为意义的符号单位，承载着文化、情感与社会关系的表达（Langer, 1986；常海齐，2019）。

张素琴、刘建（2013）从语言学与符号学角度系统构建了身体语言的理论框架，将舞蹈视为一种

具结构性的符号表达形式，强调身体、语汇、风格之间的系统性关系。 

同时，Maurice Merleau-Ponty（1945）的身体现象学为舞蹈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其强调身体

知觉是与世界交互的根本方式，身体既是感知世界的媒介，也是文化世界意义生成的核心。基于

这一视角，舞蹈不再是简单的动作组合，而是包含行动、空间感知与文化结构意义的实践活动。

在多民族互动丰富的西南边疆地区，舞蹈作为活态文化表达载体嵌入彝族民众的日常生活，其空间

结构、节律互动及身体互动逻辑不仅体现审美特质，更反映了族群关系的社会结构（龙倮贵 5，

2023）。 

在当代文化治理语境中，民族舞蹈研究亦获得了国家法律与政策层面的重要支撑。《中华  

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将传统舞蹈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强调对传统表演

艺术的调查、记录、传承与传播，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民族舞蹈研究与保护的制度基础。同时，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强化非遗  

资源的当代表达与传播功能。此外，《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进一步

指出，应加强传统艺术的学理阐释与跨文化传播能力建设。在国际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从全球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视角，强调包括舞蹈在内的传统表演艺术的系统性保护与传承。

上述法律与政策共同构成了民族舞蹈研究的现实依据与时代背景，也凸显了相关研究在当代文化

发展中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现有彝族舞蹈研究多集中于类型梳理、音乐风格或历史渊源层面，  

对舞蹈如何通过身体符号实践组织社会关系与文化互动的深化探讨仍显不足，且缺乏基于田野  

语境的经验性阐释。 

在云南多民族文化格局中，各民族均拥有独具特色的舞蹈传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身体表达

谱系。然而，相较于其他民族舞蹈形态，彝族舞蹈在历史连续性、分布广泛性及类型体系完整性

方面具有更为突出的代表性。一方面，彝族作为中国西南地区人口规模较大、支系分布广泛的  

民族，其舞蹈文化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了涵盖祭祀仪式、生产生活、节庆娱乐等多重功能的  

复合型体系，具有鲜明的社会结构映射意义。另一方面，彝族舞蹈在不同地域与支系之间呈现出

高度的差异性与内部多样性，这种“同源异构”的文化形态为探讨身体符号如何在具体语境中  

生成与变异提供了理想个案。 

基于此，本文在整体考察彝族舞蹈文化谱系的基础上，选取具有典型叙事特征与身体符号  

代表性的三种彝族舞蹈类型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这三类舞蹈分别在仪式性、社会交往性与表演性

维度上具有突出的结构特征，既能够体现彝族舞蹈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功能差异，又能够揭示身体

动作、空间组织与群体互动之间的符号建构机制。通过对这三种舞蹈类型的深入分析，本文旨在

以点带面，探讨彝族舞蹈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实现文化意义的编码与传播，从而弥补现有研究中  

对身体符号实践与社会关系建构关注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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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文以身体符号学与舞蹈意象叙事理论为分析视角，围绕云南彝族舞蹈的身体实践机制，  

旨在系统探讨民族舞蹈在多民族社会互动中的叙事功能与文化意义。 

1. 从身体空间结构入手，分析彝族舞蹈如何通过队形组织、空间调度与身体互动建构社会    

交往秩序，揭示舞蹈空间形式所蕴含的交往逻辑及其符号意义。 

2. 聚焦舞蹈动作语汇，考察不同支系与文化语境中动作形态的互嵌、共享与变异机制，阐明

身体动作在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符号传播与意义转译路径。 

3. 以仪式实践为核心，探讨集体舞蹈行为如何在节庆与公共文化场域中生成共享经验，分析

身体参与在身份认同建构与共同体意识形成中的作用机制。 

4. 通过烟盒舞、阿细跳月与左脚舞三个典型案例，构建“空间—动作—仪式”的综合分析  

框架，揭示云南彝族舞蹈中“交往—交流—交融”的具身化叙事结构。 

 

研究意义 
在理论层面，研究将身体符号学引入民族舞蹈研究，从传统的风格描述与民俗功能为主的解释

路径，转变为强调舞蹈身体的符号属性与意义生成功能。通过构建“空间—动作—仪式”分析框架，

揭示身体实践在文化叙事中的结构作用，并将“交往—交流—交融”界定为具身化过程，为民族

舞蹈叙事研究提供可操作的分析视角。 

在学科层面，本文有助于深化舞蹈学、符号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研究。舞蹈被置于社会互动与

文化认同建构机制中加以理解，推动民族舞蹈研究由描述性阐释向机制性解释转向，拓展相关研究

的理论维度。 

在实践层面，研究有助于理解民族舞蹈在多民族文化互动中的功能。彝族舞蹈的身体互动、

空间结构与仪式参与机制反映了社会关系与文化认同的实践逻辑。对这些机制的阐明，可为民族

舞蹈的当代传承与跨文化传播提供具身维度的解释路径。 

 

文献综述  
（一）彝族舞蹈 

国内对彝族舞蹈的系统研究始于 20 世纪末，研究主要集中在舞蹈文化本体、仪式象征、动作

结构及现代转型等路径。 

在舞蹈文化与艺术本体层面，研究多强调舞蹈与民族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普丽春（2001）

较早从文化特征角度讨论“阿细跳月”的民族属性，指出其在群体交往与情感表达中的文化功能。

曾爽爽（2018）从审美维度分析彝族舞蹈动作的节律结构，认为其动作形态本身具有独立审美价值。

高云鹏（2021）与张松（2020）进一步通过凉山地区舞蹈的动律结构分析，揭示舞蹈风格与地域

文化生态之间的生成逻辑。 

在仪式与宗教象征研究路径中，学界多将舞蹈置于生命礼仪与信仰结构中加以阐释。朴永光

（2004）通过对凉山彝族丧事舞蹈的研究指出，舞蹈是维系社会秩序与精神结构的重要仪式行动。

代琳娜与杨甫旺（2008）系统讨论祭祀与丧葬舞蹈在信仰体系中的角色。赵倩（2017）则从巫术

仪式语境出发，强调舞蹈在文化传承与精神秩序重建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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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与图腾研究拓展了舞蹈的符号学维度。刘晔（2011）通过“火”意象分析，指出舞蹈  

身体动作与文化象征之间的隐喻关系。杨向东与冯楚吟（2017）以虎舞为例，论证舞蹈动作是  

族群记忆的身体化呈现。 

在动作形态与结构研究方面，张富林（2017）强调舞蹈语汇分析在民族舞蹈学中的基础地位。

杨琛（2020）则从音乐结构与身体节律互动关系出发，揭示舞蹈动作组织的内在逻辑。 

在现代性语境中，赵明与刘怡（2013）指出凉山彝族舞蹈在舞台化过程中出现意义重构与  

功能转换。李延浩与崔航（2020）提出“现实简化”概念，认为当代传播中出现符号压缩现象。

杨向东与袁凌雲（2015）则探讨传统舞蹈在当代艺术体系中的创新路径。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为彝族舞蹈的文化阐释与艺术分析奠定了基础，但多将舞蹈视为文化  

表征系统，对舞蹈身体如何作为意义生成机制与叙事结构的系统分析仍相对不足，尤其在多民族

交往交流语境中的身体实践研究尚待深化。 

 

（二）身体符号 

“身体符号”研究兴起于符号学与舞蹈学交叉领域。张素琴与刘建（2013）指出舞蹈身体   

语言本质上是一种非语言符号系统，其意义生成于动作结构关系之中。刘建（2017）进一步强调

身体在文化认同建构中的表征功能。宗明立（2016）与刘旭嘉（2024）从语义组织角度分析身体

语言的意义机制。 

在舞蹈表意研究中，张嘉烜（2014）认为舞蹈身体语言具有可分析的符号结构，其语义在观演

关系中动态生成。杨洋（2025）将身体符号与舞蹈叙事结合，指出身体动作既是审美表达形式，

也是文化经验的结构机制。贾佳（2025）强调舞蹈动作的文化编码功能。 

在民族舞蹈语境中，孙德朝（2022）提出“身体符号—文化记忆”模型，指出身体实践是族群

历史经验的重要建构机制。朱秋涛与田艳（2025）则从仪式傩舞角度论证身体动作的宗教符号属性。

李国忠与和春云（2019）通过达巴舞蹈研究揭示身体动作在象征系统中的结构功能。 

近年研究引入认知与媒介视角。吴桐（2025）指出身体、器物与场域共同构成意义生成系统。

李佳霓（2025）与彭晶（2025）分别从媒介仪式与观演互构角度讨论身体符号的再生产机制。 

总体来看，身体符号研究为舞蹈意义机制分析提供了理论工具，但在民族舞蹈具体实践中，

身体符号如何组织为叙事结构、如何参与社会互动建构，仍有进一步研究空间。 

 

（三）舞蹈叙事 

国内舞蹈叙事研究经历了从能力论到机制论的转型。于平（1995）提出舞蹈叙事可通过动作

序列实现线性结构表达。白凌（2011）强调舞蹈具有独立叙事潜能，不依赖语言文本。何放舟

（2015）进一步指出舞蹈叙事的关键在于结构组织与意象建构。刘炼与刘璐（2014）提出“有意味

的形式”，强调叙事是结构化意义生成过程。 

在结构机制层面，朱玉红（2020）从创作原则出发讨论叙事逻辑。司志强（2020）强调“戏剧

行动”的组织功能。王恺与马璇（2020）以及张素琴（2010）指出空间调度与队形结构在叙事中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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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研究转向身体叙事与意象叙事。何艳珊与杨石磊（2022）指出舞蹈叙事本质上是   

身体意义生成过程。张晓梅（2023）提出“动觉叙事”概念。于平（2018, 2019）指出舞剧由情节

叙事向隐喻叙事转型。顾佩英（2025）进一步强调意象与身体符号系统在叙事中的核心地位。 

此外，媒介与历史叙事成为新议题。张梓轩（2025）指出舞蹈影像拓展叙事维度。满梦翎

（2022）认为舞蹈是历史经验的具身表达。许薇与金淼（2024, 2025）讨论革命历史题材中的视觉

意象建构。 

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舞台文本与媒介表达，对于民族舞蹈在现实社会交往场域中如何通过

身体动作构成叙事结构、如何参与族群互动与文化交融机制的讨论仍显不足。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路径，构建“田野观察—案例分析—身体阐释”相结合的研究设计，  

将舞蹈理解为身体实践与文化符号系统的统一体，重点关注身体动作在社会互动与叙事建构中的

意义机制。 

在研究工具与数据收集方面，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文献资料分析两类方法。研究以烟盒舞、

阿细跳月、左脚舞为核心案例，案例选择基于类型差异与文化功能互补性原则： 

烟盒舞→技艺型/表演型舞蹈/可流动性强； 

阿细跳月→节庆型/身份标识型舞蹈，地域嵌入性强； 

左脚舞→参与型/社会组织型舞蹈，集体结构稳定。 

三类舞蹈在动作组织、参与方式与社会语境层面的结构差异，为比较分析舞蹈身体叙事提供了

清晰的观察样本。 

在资料来源方面，田野观察于 2024 年 4-2025 年 12 月先后在云南建水、石屏、开远、个旧、

弥勒、华宁、峨山、易门、元江、新平、砚山、普洱、江城、思茅、宣威、弥勒、泸西、丘北、

路南、宜良、陆良以及楚雄市和南华、姚安、大姚、元谋、禄丰等二十多个县市，调研节点覆盖

彝族三月会、火把节、端午歌舞会等核心节庆场景。研究通过持续性参与式观察，记录舞蹈现场

的身体组织方式、动作结构、队形调度与群体互动模式；同时结合地方文化馆馆藏影像资料、

《中华舞蹈志》等地方文献文本，以及民族舞蹈学、人类学相关研究成果，对舞蹈形态、历史  

背景与文化语境进行参照性解读，对舞蹈动作与表演结构进行反复比对，确保研究分析的真实性

与客观性。 

在分析框架上（图 1），本文围绕“空间—动作—仪式 ”三个维度展开。空间分析聚焦舞蹈

队形、身体位置与互动关系，考察身体如何建构交往结构；动作分析关注动作语汇及其组合逻辑，

揭示身体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仪式分析则侧重舞蹈在节庆与公共场域中的功能，探讨身体实践

与群体认同之间的关联。通过身体符号学解读与叙事阐释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力图在经验观察与

理论分析之间建立关联，以呈现云南彝族舞蹈叙事的具身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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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南彝族舞蹈叙事具身化特征分析框架 
 

 

 

 

 

 

 

 

 

 

 

 

 

研究结果 

基于滇南、滇中多地的田野观察与案例分析，云南彝族舞蹈的身体符号叙事呈现出鲜明的  

结构分化特征，不同舞蹈形态在身体空间组织、动作语汇结构与仪式参与逻辑层面形成规律性的

叙事模式，且与田野场域中的现实实践深度契合。 

 

（一）空间维度：交往的场域建构 

彝族舞蹈以“圆圈”为核心空间符号，构建了“无边界、共参与”的交往场域，不同舞蹈的

空间形态与交往逻辑呈现差异化特征，且与田野中的地域实践高度关联（见表 1）。 
 

表 1 云南彝族舞蹈的队形、身体位置与互动关系对比 

舞蹈类型 舞蹈队形 身体位置 互动关系 空间核心特征 

烟盒舞 开放式， 

无固定布局， 

自由聚合、散开。 

灵活多变， 

即兴调整。 

开放互动，观演边界 

模糊，可跨支系、 

跨人群参与。 

流动式、表演性、 

开放互动， 

可迁移性强。 

阿细跳月 围合式， 

圆圈、队列为主， 

布局固定。 

相对固定，多为 

男外女内圈层。 

封闭性互动， 

聚焦支系内部， 

外部人员较少介入。 

节庆专属、围合。 

左脚舞 集体围圈式， 

多层同心圆。 

相对固定， 

核心圈层与 

外围圈层分工。 

整合性互动， 

覆盖社区全体成员， 

强调集体联结。 

公共性、整合性、 

层级清晰， 

社会组织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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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烟盒舞：《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2007）指出，烟盒舞原称“跳弦”“跳乐”，     

因以四弦琴伴奏而得名，“烟盒舞”一名为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舞蹈工作者依据舞者手持烟盒伴舞

的表演特征所命名。 

在笔者于云南建水与石屏地区的田野观察中，烟盒舞并不依附于固定舞台，而往往在村寨空地、

集市边缘或节庆临时场域中自然展开。舞蹈开始时，三五名舞者往往先以零散站位试探性踏步，

随着四弦琴节奏逐渐稳定，周围观众不断靠近并加入队列，原本松散的人群迅速形成半圆或流动

环形结构（见图 2）。舞者与观众之间不存在明确边界，观看与参与在实践中持续转换，呈现出

典型的“观演共生”状态。 

 

图 2 石屏县烟盒舞的流动式开放空间结构（2025 年 4 月，笔者摄） 

 

 

 

 

 

 

 

 

 

 

 

 

 

这种开放式空间形态与烟盒舞广泛的传播路径密切相关。舞蹈流行于建水、石屏、开远等  

二十余县市，多数民间艺人认为其源自彝族尼苏支系的自娱性舞蹈，并在跨支系传播过程中被  

汉族、傣族与哈尼族群体吸收与再实践，近年更转化为城乡群众参与度极高的健身性舞蹈形式。

空间因此呈现出明显的可迁移性与社会开放性：舞者位置不断重组，队形在自由散开与快速聚合

之间循环切换，使身体成为连接不同族群与社会关系的移动媒介。 

地方志材料亦记录了这一舞蹈的社交属性。《建水县征集通志资料》记载，“跳月，亦名  

吃火草烟，为建水夷民特殊之风俗”，多为不同村寨青年男女约定聚集共舞，通过唱和与舞动  

表达情感交流。田野访谈中，多位当地舞者仍将其称为“玩小姑娘”“玩小伙子”，强调舞蹈  

作为青年交往空间的功能。尽管传统上存在“不准在村内进行”的习俗限制，但新中国成立后，

舞蹈逐渐进入公共广场与节庆展演空间，原有禁忌被打破，空间开放性进一步强化。 

因此，烟盒舞的空间并非静态表演场，而是一种在移动、聚散与互动中不断生成的社会关系

场域，其流动性、展示性与开放互动性共同构成了该舞蹈得以跨地域传播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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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细跳月：阿细跳月流传于弥勒、泸西、丘北、路南、宜良、陆良等地，俗称“跳乐”，

阿细语称“高斯比”，意为“高兴地跳”，亦称“跳大三弦”；撒尼人称其为“三弦比”，意为

“跳三弦”，是彝族支系阿细人与撒尼人喜爱的自娱性民间舞蹈（《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

2007：205）。 

笔者在弥勒地区节庆期间的田野观察中发现，阿细跳月并非随机发生于日常空间，而是明显

嵌入节庆场域。当夜幕降临，篝火点燃，三弦声率先响起，人群自发围拢，圆圈逐渐形成。与  

烟盒舞“聚—散—再聚”的流动结构不同，阿细跳月的队形一旦形成，便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围合

状态。男性多处于外圈，女性位于内圈，身体节奏保持相对一致，步伐重复而有韵律，空间边界

在身体排列中被不断强化。 

据文献记载，其发展大致经历三个时期。清末民初的“跳乐”阶段，男女老少同场共舞，  

男舞者手持小三胡、竹笛、葫芦三弦、树叶、四弦等乐器边奏边舞，其中小三胡起主导与指挥  

作用（《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2007）。这一时期的舞蹈主要发生于春节、火把节等节庆的

固定场所，如摔跤场等公共空地，闲暇夜晚青年男女相约亦可起舞，有时通宵达旦。重大节日时

参与人数可达数百人，舞圈层层叠叠，远观如同火焰般起伏（见图 3）。 

 

图 3 弥勒市西三镇民族文化主题街区阿细跳月生活艺术节（2024 年 8 月，笔者摄） 

 

 

 

 

 

 

 

 

 

 

 

 

在实际场域中可以清晰感受到，这种围合式队形并非单纯形式安排，而是一种空间记忆的再现。

民间传说中“围火起舞”的场景，通过圆圈结构被持续复现。舞蹈过程中，舞者的身体位置相对

固定，互动主要发生于阿细与撒尼支系内部成员之间，外来观看者通常停留在外围，较少进入舞圈。

与烟盒舞开放进入式的空间机制不同，阿细跳月形成了一种“内聚型”的身体结构。 

这种围合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节庆依附性。它既延续了围火追忆祖先、欢庆胜利的象征

语境，也通过身体的重复性排列强化族群内部情感联结。在空间层面，舞圈成为族群边界的具身

表达—边界并非墙壁，而是由身体构成的流动环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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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期，阿细跳月开始突破原有地域空间：1946 年进入昆明演出，1950 年在怀仁堂为 

国家领导人表演，1954 年赴波兰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这些事件使原本嵌入节庆场域

的舞蹈走向国家与国际舞台，其展示空间由“围火圆圈”转向“剧场舞台”。然而，在笔者田野

观察中可以看到，即便在当代表演化改编版本中，核心的围合结构仍被保留，节庆语境中的支系

专属性并未完全消解，而是在新的展示场域中转化为文化标识。 

从空间叙事结构来看，阿细跳月通过稳定围合与节庆嵌入，构建出一种“内向凝聚型”的    
交往模式。空间不以开放流动为特征，而以情感内聚与族群边界强化为核心，其身体排列方式    
成为族群身份持续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3. 左脚舞：左脚舞流传于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并广泛分布于楚雄市及南华、姚安、大姚、

元谋、禄丰等周边地区（《中华舞蹈志》编辑委员会，2007：213）。据康熙四十一年（1703 年）

修定的《定远县志》记载：“三月二十八日，就城外南郊乐岳宫赶市……至晚，男女百余人嘘葫芦笙，

弹月琴，吹口弦，唱夷曲……环围堕左脚，至更余方散。”这一记载表明，至迟在清代，左脚舞已

与“三月会”等大型集市活动深度结合。 

笔者在牟定“三月会”期间的田野观察中发现，左脚舞往往在庙会主场地中央自然生成。  

白日的交易声尚未完全散去，葫芦笙与月琴的节奏便逐渐聚拢人群。起初只是十余人围成小圈，

随着节奏加强，外围观者开始试探性加入，圆圈迅速扩大。夜色降临后，灯光与火把映照下的  

舞圈层层递进，远观如同缓慢旋转的涟漪，脚步整齐落地时，夯土广场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回响，

与文献中“群起踏踩夯土”的描述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呼应。 

与烟盒舞的流动开放结构、阿细跳月的节庆围合结构不同，左脚舞呈现出更为宏大的集体  

围圈形态（见图 4）。舞者手拉手、搭肩搂腰，身体之间保持持续接触，形成高密度的身体联结

网络。圆圈并非单一层面，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层级结构：核心圈层多为经验丰富的舞者，他们  

动作节奏稳定、步伐有力，承担着节奏引导与动作示范的功能；外围则聚集初学者与临时加入者，

通过模仿与观察逐渐融入舞圈。观众通常环绕在更外层，在高潮段落亦可能被吸纳进入。整个  

空间呈现出“内紧外松”的动态层级结构。 

 

图 4 牟定“三月会”化湖广场左脚舞—云南省第二届民族团结进步大舞台活动现场 

（2025 年 4 月 24 日，笔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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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层级性并不表现为排斥，而是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吸纳机制。核心舞者通过身体示范确立

技艺权威，外围成员则在重复步伐中获得参与感与归属感。舞圈不断扩展，又在节奏转换时重新

收缩，形成稳定而可调节的公共空间结构。 

历史上，“三月会”作为大型物资与文化交流集会，为左脚舞提供了持续生成的公共场域。

如今，其规模已远超清代“百余人”的场面，往往达到数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盛况。歌声与脚步 

声交织，持续三日通宵达旦。个体在群体节奏中逐渐隐去差异，身体动作趋于一致，形成一种  

超越日常社会分隔的公共整合力量。 

从空间叙事结构来看，左脚舞通过大型围圈与层级生成机制，构建出一种以公共整合为核心

的身体组织模式。空间不再仅是族群内部的情感凝聚，也不仅是开放交往的流动媒介，而是通过

规模化的身体协同，完成社区层面的社会联结与公共秩序建构。 

 

（二）动作维度：身体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 

本节聚焦动作语汇、组合逻辑与符号表意，揭示云南彝族舞蹈身体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  

探析不同动作体系如何承载文化内涵、传递情感与身份信息，实现身体叙事的功能。 

1. 烟盒舞 

技巧性模块化动作，表演性符号的跨域传播烟盒舞动作以技巧性、程式化为核心特征，田野中

观察到，舞者双手持烟盒弹击发出清脆的“咔咔”声，核心手臂动作“凤点头”（快速转腕弹烟

盒）极具辨识度，脚部涵盖蹬步、过堂步、韧步等数十种步伐，且常出现一顺边动作与节拍符点

变化，形成独特的舞蹈韵律。其动作组合呈模块化特征，可将 “三步弦”“正弦”“杂弦”等 

核心动作单元自由拆解、拼接，在建水西庄民间展演现场，舞者可根据现场氛围与观众反应即兴

调整动作组合，灵活性极强。烟盒舞的服饰道具与动作高度适配，男舞者着双层立领对襟上衣、

女舞者着镶银泡坎肩，烟盒从彝族日常生活用具向舞蹈道具的转化，也成为跨民族文化交流的  

物质符号。 

2. 阿细跳月 

标志性性别化动作，身份性符号的支系表达阿细跳月动作辨识度极高，呈现鲜明的性别化组合

特征，田野中弥勒火把节的青年跳月现场，男性舞者以蹬、跳、踢为核心动作，粗犷有力且充满

力量感，女性舞者以摆手、转身、扭腰为核心动作，优雅柔和且灵动性强，二者刚柔并济的动作

配合与 5/4 拍节奏精准契合。舞者以胯带动双腿的弹跳动作，极具感染力与爆发力，成为阿细跳月

最具标志性的动作特征。阿细跳月因参与者年龄差异形成“青年跳月”“老年跳月”“娃娃跳月”

三类，田野中观察到（见表 2），老年跳月以舒缓的“摆腿”为主，节奏平缓，娃娃跳月则融入

儿歌唱跳形式，动作游戏化特征明显，实现了文化符号的代际传递与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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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阿细跳月的三种类型 

类

型 

参与 

主体 
节奏特征 基本步伐结构 动作风格 

声音/ 

互动符号 

队形 

结构 
文化功能指向 

青

年

跳

月 

青

年 

男

女 

群

体 

节奏明快、 

速度快、 

能量高 

“三步乐” 

（五节 

拍循环） 

动作幅度大、

方向转换 

频繁、跳跃 

与旋转突出， 

髋部带动 

腿部形成 

快速踏步节律 

女性发 

“噢”音， 

男性以 

“噻”音 

回应； 

三弦与拍掌 

形成声—动 

互动结构 

横队、 

面对 

面跳跃、 

半圆、 

大圈等 

多样 

变化 

强调活力 

展示、 

情感表达 

与群体 

交往， 

是节庆 

氛围的核心 

驱动结构 

老

年

跳

月 

中

老

年 

群

体 

节奏平缓、 

舒展稳定 

“走三步 

踢两脚” 

（慢三步乐） 

动作自然、 

松弛， 

以摆腿为主， 

允许即兴性 

动作 

（提膝、 

旋转等） 

声音 

互动弱化， 

重在身体 

节律与 

群体同步 

以圆 

形或 

直线 

为主， 

结构 

相对 

稳定 

强调身体 

舒适性与 

群体陪伴 

功能， 

体现经验性 

身体文化 

与生活化节律 

娃

娃

跳

月 

儿

童 

群

体 

节奏轻快， 

但结构 

简单 

“走三步 

踢两脚” 

简化形式 

动作轻松、 

难度低， 

多为脚底 

轻触地面， 

游戏化 

特征明显 

可同步 

唱儿歌， 

声音兼 

具娱乐 

与学习 

属性 

手拉手、 

简化 

圆形 

结构 

具有文化 

传承与身体 

习得功能， 

是族群身体 

文化的早期 

教育机制 

 

3. 左脚舞 

重复性集体化动作，整合性符号的社区共鸣左脚舞动作以简单、重复、易参与为核心特征，

田野中牟定三月会现场，数千名舞者同步完成“三步一跺脚”“踏、搓、跺”等核心动作，无需

专业技艺训练，男女老少均可快速参与。其动作组合呈高度统一性，遵循固定的四二拍节奏，  

无复杂的即兴变化，集体同步的动作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与身体共鸣。这种简单重复的动作设计，

打破了民族、年龄、身份的隔阂，成为社区内部不同民族实现文化交流、凝聚集体情感的重要  

身体符号。 

4. 小结 

综上，三种舞蹈的动作体系分别对应不同的符号类型，结合动作语汇、组合逻辑与意义指向，

三种舞蹈的动作体系差异明显，分别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叙事功能，共同呈现了彝族舞蹈身体

符号的多元意义生产机制，彰显了身体动作在叙事建构中的核心作用。具体比对如下（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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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云南彝族三种代表性舞蹈的身体动作结构与符号意义比较 

 

 

 

 
 

 

 

 

 

 

 

（三）仪式维度：交融的身份建构 

彝族舞蹈的仪式功能各有侧重，在田野实践中通过不同的仪式参与模式，推动族群认同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转化，实现文化交融的叙事目标（见表 4）。 

 

表 4 三种彝族舞蹈的仪式维度与身份建构功能比较 

 

 

 

 

 

 

 

 

 

 

 

 

 

 

 

舞蹈类型 核心动作语汇 动作组合逻辑 符号类型 意义指向 

烟盒舞 烟盒开合、弹击， 

身体踏、跳、转、翻 

模块化组合， 

可自由拆解、 

拼接，即兴调整 

表演符号 技艺展示、 

审美表达、 

跨地域文化传播 

阿细跳月 男性蹬、跳、踢， 

女性摆手、 

转身、扭腰 

性别化组合， 

刚柔并济， 

布局固定 

身份符号 族群标识、 

文化记忆、 

节庆叙事 

左脚舞 三步一跺脚、 

踏、搓、跺 

统一性、 

重复性组合， 

节奏同步， 

无复杂即兴 

整合符号 集体凝聚、 

社区认同、 

公共情感传递 

舞蹈类型 节庆关联度 场域分布 参与主体 核心仪式功能 

烟盒舞 低（泛仪式化）， 

不局限于固定节庆 

多元， 

涵盖民间展演、 

旅游、校园、 

日常娱乐 

无限制， 

跨支系、 

跨人群 

均可参与 

文化交流、 

审美传播， 

促进跨地域 

文化融合 

阿细跳月 高（强仪式化）， 

与火把节、 

密枝林祭祀 

深度绑定 

单一， 

主要为阿细族 

聚居区节庆 

固定场地 

以阿细支系 

成员为主， 

具有排他性 

族群认同、 

文化传承， 

维系支系边界 

与凝聚力 

左脚舞 中（公共仪式化）， 

关联庙会、 

集会等公共事件 

公共化， 

涵盖庙会、 

婚丧嫁娶、 

社区集会 

无限制， 

覆盖社区 

全体成员， 

全民参与 

社会整合、 

公共联结， 

实现社区 

凝聚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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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烟盒舞：泛仪式化，跨场景的文化交流烟盒舞的仪式性较弱，呈泛仪式化特征，田野中  

发现其可灵活进入民间展演、旅游景区展示、群众日常健身等多种场域，打破了传统仪式场域与

日常生活场域的边界。在建水县城休闲健身广场，每天清晨都有彝、汉、傣等不同民族的群众跳

健身烟盒舞，将传统舞蹈转化为日常身体实践；在石屏、建水等旅游景区，烟盒舞展演成为对外

展示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实现了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2. 阿细跳月：强仪式化，节庆专属的支系认同阿细跳月仪式性极强，与阿细族火把节、密枝林

祭祀等传统祭祀节庆深度绑定，是节庆仪式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田野中弥勒西一镇火把节上，

阿细跳月伴随篝火祭祀仪式开展，舞者在舞蹈中融入传统祭祀礼仪，成为传递阿细支系文化记忆、

强化族群认同的重要载体。在现代田野实践中，其仪式边界逐渐开放，在弥勒市民族文化节上，

阿细跳月与汉族龙舞、傣族孔雀舞同台展演，实现了仪式场域的跨民族共享与文化交融。 

3. 左脚舞：公共仪式化，全民参与的社区交融左脚舞呈公共仪式化特征，主要分布于三月会、

庙会、婚丧嫁娶、社区集会等公共民俗场域，田野中牟定县的乡村集会中，左脚舞是必备的公共

文化活动，参与主体覆盖社区内所有民族、所有年龄层的群众。在牟定县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中，

各族群众通过共跳左脚舞形成 “邻里相亲、守望相助”的社区认同，舞蹈的仪式功能从最初的

“彝族族群凝聚”逐步延伸至 “多民族社区整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身化表达。 

 

研究讨论 

研究表明，彝族舞蹈的身体并非单纯的动作执行工具，而是承载文化记忆、社会关系与身份

认同的复合符号系统。正如苏珊·朗格（Langer，1953/1986）所指出，舞蹈是“情感的符号    

形式”，身体动作构成意义生成的核心媒介。本研究在田野中进一步发现，舞蹈的空间组织、  

动作语汇与仪式结构构成三个相互嵌合的表意层面，共同推动“交往—交流—交融”的递进生成。

这种多层次的身体符号结构，与张素琴与刘建（2013）提出的舞蹈身体语言“感知层—形式层—

意义层”三层模型形成呼应，说明民族舞蹈的叙事机制具有清晰的符号分层逻辑。 

在空间层面，“圆圈”作为核心句法单位，通过圆心指向、圈层流动与跨圈互动，构建出  

开放而可调节的身体场域。这一空间组织方式可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具象化结构。亨利·列斐伏

尔（Lefebvre，1974/1991）指出，空间并非中性的物理存在，而是社会关系的生产结果。左脚舞

去中心化的围圈结构，将不同民族与年龄的参与者纳入同一节奏秩序；阿细跳月以内外圈层实现

内聚与开放的平衡；烟盒舞通过“串花”等动作打破空间边界，使舞蹈场域呈现高度流动性。  

身体的站位、距离与运动轨迹因此转化为一种交往语言，使“身体相遇”成为多民族互动的起点。

这种通过空间结构实现关系重组的过程，体现了舞蹈作为“社会空间实践”的功能。 

在动作层面，彝族舞蹈的身体语汇呈现出明显的互嵌特征。烟盒舞“三步弦”吸纳汉族秧歌

扭腰元素，阿细跳月的节奏结构融汇多民族音乐因素，道具运用亦体现跨文化借鉴。这种动作模仿

与节奏互鉴并非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文化符号的转译过程。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u，1977）

在“惯习”理论中指出，身体实践是社会结构内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意义再生产的重要方式。

通过共舞实践，各族群众在身体层面建立理解路径，实现由“动作交流”向“文化理解”的转化，

体现出身体作为社会意义生成机制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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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仪式层面，彝族舞蹈通过节庆共享、传统再造与身份重构，推动认同结构由支系内部向更

广阔的共同体层面延展。维克多·特纳（Turner，1969）提出，仪式过程能够通过“共同体”的

生成，暂时消解社会差异，重构社会关系。火把节、三月会等节庆已成为多民族共在的公共仪式

场域，不同民族舞蹈同台展演形成文化共生格局；在互嵌式社区与校园空间中，共跳彝族舞蹈  

成为情感联结与社会互动的重要纽带，使身体实践转化为共同体认同的具身表达。这表明民族  

舞蹈不仅是文化展演形式，更是一种持续生成社会整合的仪式机制。 

由此可见，彝族舞蹈的“三交”叙事并非被动融合的结果，而是在持续的身体实践中生成的

意义建构机制。空间组织回应“如何交往”，动作互嵌回应“如何交流”，仪式共享推进“如何

交融”，三者层层递进，构成由身体出发、通向文化认同的叙事链条。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将

身体符号视为理解民族舞蹈叙事结构的关键入口，并在身体符号学、空间生产理论与仪式理论的

交叉视域下，揭示民族舞蹈如何通过具身实践生成社会关系与认同结构。在实践层面，应在守护

核心动作结构与符号内核的前提下，鼓励跨民族语汇互鉴，使民族舞蹈在当代社会中持续发挥  

连接差异、凝聚认同的文化功能。未来研究可拓展比较视野，将彝族舞蹈与云南其他民族舞蹈的

互动形态纳入分析，并结合具身认知理论开展实证研究，进一步深化对民族社会整合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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